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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two essential systems in Confucius political thought: the motion of naturalism, which is 
the essential value of his theory,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ethic, deduced from the former. Confu-
cius’s theory holds the motion of naturalism, which was spread by the government systems of the 
three ancient Chinese dynasties—Hsia, Shang and Chou, which were adored by him. With the re-
search and practice of the politics, he had made effort to rebuild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ethic, 
which reflected his political goal that rebuilt the social ethic system of the three ancient Chinese 
dynasties. On political practice, he had broadened the motion of naturalism, even made it to be ni-
hilistic. Though he had enhanced the adoption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ethic to the new age, his 
effort had been exemplified as a failur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y, he issued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rebuild his political system of ethic, however, his reformation of his theory’s philos-
ophy failed. His effort led to the flexible of his political system, which was the most shortage of his 
theory. Revision of his political system of ethic, which owed to the division of his naturalism, 
caused the fission of the Confucianism in th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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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孔子的政制思想包含了两大核心体系，即作为核心价值的天道观念和在此基础上演绎而生的礼法政制思

想。对上三代政制的推崇使他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殷商政制的天道观念，而对现实政治的实践和探索又

使得他不断试图构建出新的礼法政制，以达成自己“复礼”的政治目标。在政治实践上，孔子将传统的

天道观念泛化甚至虚无化，通过增添礼法政制的权变性来适应新的时代，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在理论

建构上，他提出了一系列礼法政制主张，却没能实现对自己政制哲学的成功改造，泛化政制哲学的结果

是使其政制思想体系缺乏稳定性，成为他政制思想的最大困境。孔子对自己礼法政制思想的修正尝试，

却导致其天道哲学观念的分裂，最终导致他的政制思想在传承过程中逐渐分崩离析，为后来儒学分家埋

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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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界从来不乏对中国古典儒学思想的研究，也有着极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对中国古典儒学思想

的研究中，我们仍需注意两个问题：其一，作为一个思想流派，儒家思想不仅具有沿袭性，还具有权变

性和多元性，即便同为理学的代表人物，程颐、程颢就分别被奉为新学、理学的先驱[1]，因此，对于儒

家学说的解读，不仅应该从整体上把握其思想的核心理念、发展轨迹和一以贯之的“道”，还应该重视

研究儒家重要代表人物的一家之言，而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其思想的演绎过程更需要我们予以

关注；其二，中国古典儒学家多擅抽象思维，他们的著作、学说往往高度凝练、晦涩且带有浓厚的哲学

色彩，因此要想深入挖掘这些思想的价值，往往要求我们从某一特定层面进行解压 1[2]。因此，从政制

层面来理解孔子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探索价值。 
孔子思想的价值，不仅体现在道德层面和政策层面，还在于“将原有的制度加以理论化，并以理论

为根据[3]”。因此，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其思想在政治制度层面的价值。而要从政治制度层面来解读孔子

的思想，就必然要从哲学基础、制度主张和理论逻辑三个层面着手。一种政制思想或政治制度，本身就

应是一个复合系统，包括价值系统、目标系统和目标实现途径三大部分：哲学基础不仅属于价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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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一方面重视哲学的思辨，追求“其道一也”，另一方面，主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不

太重视著书立说，即便留下只言片语，也往往高度凝练，往往一个“道”字或“仁”字便概括了为人处世、社会变迁甚至万物发

展的全部规律，这也赋予了许多关键理念以丰富的内涵，《论语》中孔子对“仁”的解答就不下五种，需要我们结合不同情景来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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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从属于目标系统，它决定着制度设计的核心原则和政治目标，并充当制度评估的价值预设；制度设计

则是哲学基础在实践层面的外延，它不仅是政制设计的目标，同样也是价值实现的途径，在一定程度上

能影响政治目标的实现；而这三个构成部分是否能够结合成为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政制理论体系，不

仅取决于它的理论逻辑是否严谨合理，还在于理论逻辑能否有效地将价值系统、目标系统和实现途径联

结成一个复合系统 2 [3]。因此，研究孔子的政制思想，应当从其天道哲学和礼法政制主张入手，深入分

析其政制思想体系中的逻辑关联性。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孔子思想的精髓，进而深入挖掘其

价值。 

2. 孔子的天道观念 

言及孔子的哲学思想，人们往往偏重于研究其“德”与“仁”的思想，而较少关注他的天道观念。

一来，翻遍《论语》一书，孔子很少提及“天”的概念，《论语》涉及“仁”的篇幅有一百零九处，涉

及“天”仅有四十九处，这也许是因为“子不言怪力乱神”；二来，孔子的言论，一旦涉及“天”的概

念，往往又有很多矛盾的地方 3 [4]。可见，要理解孔子之天，难度尤甚于解读其“仁”观念。但作为孔

子思想的哲学基础，“天”又是极为重要的：范文澜先生在其《中国通史》一书中言及孔子与儒家时指

出，“当儒家的中庸之道无法自圆其说时，他们就归结于‘天命’”。事实上，天道观念之于孔子思想

的重要性绝不只是如此而已，它更是孔子政制思想的哲学基石和核心。而要阐明孔子的天道观，首先必

须明确两个概念性的问题：其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天道，其二是孔子的天道。 
天道究其本质是一种道，“道”是贯穿中国古典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诸子百家各言其道成为其思

想交流碰撞的重要焦点之一，尽管他们对道的诠释各不相同，但这并不影响“道”在各家学说中的地位。

老子在其著作《道德经》开篇就以一段纲领性的文字描述了“道”的含义，从中我们不难发现“道”的

一般性特征：第一，道的概念是极为特殊的，其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的最高基准的地位又是极为崇高的，

道是可以言及谈论的，但能够用语言描述出来的，就不是永恒的道，是为“道，可道而非常道。”；第

二，道的存在又有其客观性，其存在和重要性并不为人的认知所改变，人们无法认知的“道”是“天地

之始”，能够认知的“道”则是“万物之母”；第三，道具有抽象性，也就是老子所说的“玄之又玄”，

但也正因为这样，才能衍生万事万物，成为“众妙之门”。因此，尽管各家学说对于道的阐述不尽相同，

但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其在各家学说中的哲学地位和意义却又是大致相同的，道代表着对世间万事万物

客观规律的认知和追求，而天道观念作为其中的一种重要阐释，更是源远流长。 
从字面上来看，天道不过就是天之规律和一般准则的意思，但其内涵却是非常复杂的。不单是儒家、

道家言天，将其奉为至高准则，甚至连兵家都将天列为决定战争成败的五事之首。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观

点，中国文化之“天”当有五种意思：“物质之天，与地相对应；主宰之天，人格化的皇天上帝；运命

之天，人力无可施为的命运；自然之天，自然运行发展的规律；义理之天，宇宙之最高真理”[1]。这五

种“天”不单外延不同，内涵也大相径庭，其中，物质之天和主宰之天在哲学上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天

道之复杂，由此可见一斑。但从根源上看，天道的源头都是一致的，都是远古发源的一种自然哲学观，

是一种自然崇拜的观念。远古时期有限的社会生产力使人们依赖自然，乃至敬畏自然，这种“敬畏”引

导早期的哲学家去探究自然的奥秘，逐步形成早期的自然哲学观，这种自然之天的观念推及社会层面，

 

 

2张星久教授在其《从价值预设看帝制中国廉政监察制度的历史困境和与现代意义》一文中指出，政治制度由三个构成系统，即价

值系统，目标系统和目标的实现途径组成，其中价值系统是其核心和制度设计的最高原则。 
3一般认为，孔子在哲学上应当是一个唯物论者，以冯友兰先生为代表的诸多哲学家均持此观点，但这就容易产生另一问题，就是

其对孔子之“天”的界定问题，若以《易经.说传》中表现的孔子之天，则唯物无虞，但若以《论语》之天命，或儒家之王天释之，

就很难单纯以唯物论概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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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为了整个社会奉行的最高准则。《尚书》中的记述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早期人类历史上的一般现

象，迄今为止，最早关于天字的记载就出自《尚书·尧典》[5]。《尚书·尧典》中有一段文字详细地记

述了尧帝如何建构他的国家，并且详细地描述了自然天道影响人类社会和政权建制的全过程：在一段歌

颂尧帝贤明和国家繁盛的文字后，就是“乃命羲和，钦敬昊天 4”，以天官羲氏敬承天命为发端，建构出

国家的各项规章和制度。在三万余字的《尚书》中，“天”字就出现了二百七十一处，几乎每一篇都援

引天道来阐明或论证自身观点。同样，《诗经·商颂》也极言天、帝、受命之事，而《史记》更记载了

此前更早的黄帝命“云官”，封禅山川大泽之事，详述了黄帝如何根据天地阴阳的变化来设置官职治理

百姓，连黄帝自身的帝号也是根据土地的颜色来命名，以此来表明了黄帝对自然天道的尊崇 5。这些无不

彰显着早期自然天道观对人类社会和政权的影响。而孔子不仅继承了这种传统的天道观念，更是在上三

代之基础上进行了自己的发展和演绎。 
理解孔子的天道观念，不仅要知其言，更要明其变。 
按照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孔子早年教学以《书》、《礼》为教材，后来编纂了《诗经》和《春

秋经》，至晚年学《易经》，而作了其中的《彖》、《系》、《象》、《说卦》、《文言》6 [6] [7] [8]，
严格来说，这些都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孔子的观点，借由这些典籍，我们可以对孔子的天道思想有一个大

致的把握。 
首先，孔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唯物者，因此将其天道观视为 “主宰天道观”的看法有失偏颇，孔

子之天道，更近似于“自然之天”与“义理之天”的有机结合。“子不语：怪，力，乱，神”7，这不仅

出现在《论语》之中，更为司马迁所确认，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证据是孔子在《春秋经》中对君王的称

谓[9]。孔子“笔削鲁史而成《春秋》”，去除了鲁《春秋》中荒诞不羁的记载，将其按照自身准则修订

为《春秋经》，以至于出现了“后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8”的情景[10] [11] [12]。
在《春秋经》中有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言天王甚于天子，在这本书中陆续出现“天王”字眼二十

五次，且都在年号、重要事件的记述中，而“天子”却仅出现两次，这表明在孔子看来，君主绝非上天

之子，而是真正人间的君王，与后来董仲舒等人对君王的“神化”相比，孔子无疑更为接近人世。此外，

与早期自然崇拜中浓厚的唯心观相比，孔子承认世间客观规律的存在，他指出“一阴一阳谓之道 9”，并

试图从中揣摩天地运行发展的奥秘，即其所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10”。 
其次，孔子将天道视为其哲学的最高准则，视为世间万物生长变化的基本规律。他认为宇宙万物

变化自有其规律，而了解这些规律也就成为其哲学所探寻的最高目标。他曾评价《易经》说，易经的

道理描述了天地运行的规律，其广大深远的智慧是只有贤哲才能领悟并用来洞彻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

 

 

4《尚书·尧典》中，开头一段内容为：“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以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

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明于变时雍。”紧接着一段内容是：“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

月星辰，敬授民时。分明羲仲，宅嵎 夷，寅兵出日，……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5《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

日推荚。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6论语》、《中庸》、《大学》等儒家经典皆为其弟子后人编撰，作为儒家经典的地位虽毋庸置疑，但其与孔子本人思想的关联却

很难一概而论，恰如《理想国》与苏格拉底的关联一般，因此其作为孔子思想载体的信度不如《书》、《礼》，更不如《春秋》、

《易经》等史书明确了的经手著作。 
7参见《论语.述而》、《史记·孔子世家》，意思是孔子不谈论虚诞不经的怪事，恃强凌弱的大力，以下犯上的悖乱，不见不闻的

鬼神。 
8参见《史记·孔子世家》：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9参见《周易·系辞上》，意思是事物都有阴阳两个方面、两种力量，相反相成，相互推移，不可偏废，构成事物的本性及其运动

的法则。无论自然、人事，都表现此道。 
10参见《周易·系辞上》，孔子意曰：《易》既能弥纶天地之道，故圣人以《易》之理仰观天文，即阴阳之循环以观其昼夜，即阴

阳之升降以观其上下焉。俯察地理，即阴阳之对待以察其南北，即阴阳之杂居以察其高深焉。天文之夜与下、地理之北与深，幽

也。而其所以幽者，阳之变而为阴也。天文之昼与上、地理之南与高，明也。而其所以明者，阴之变而为阳也。“幽明之故”，

以《易》而知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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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1。《易经》中的文字艰涩难明，孔子晚年喜好研读《易经》，韦编三绝，甚至感慨“假我数年，若

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因而为之作《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序卦》、

《说卦》、《杂卦》等，合称“十翼”，并且这“十翼”篇幅内容较原文尤甚，堪为其一生思想的精髓，

更包含着他哲学上的最终成果。他以术数描述天道变化之规律，既强调事物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即其

所谓“天行有常”，而“天道一也”，又强调规律自身的发展变化，指出“十有八变而成卦……引而伸

之，触类长之，天下只能事毕矣”。由此完成了对其天道哲学的最终建构。 
因此，仅仅因为在《论语》一书中孔子少言天道而否认其天道哲学观是不科学的，但是孔子之天道

又决不可与上三代乃至后世的天道同日而语。孔子的天道观从本质上看是指世间万事万物都有其自身变

化发展的规律，宇宙洪荒，人事礼教皆在其中，这早已超出古典自然崇拜的那种不可知论范畴，但我们

也需要看到，孔子哲学思想的发端始于其对文王八卦的思索，只是在批注过程中，逐渐自成一家，甚至

超越和发展了古代经典著作。这与孔子的礼法政治观在发展轨迹上出奇地类似。 

3. 孔子政制思想的演绎逻辑 

一般认为，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因此主张复古，崇尚恢复古典礼制，是保守主义的代

表人物。但是这种观点并不贴切，与其说孔子的政制观点是一种复古，不如说是他更希望在乱世中构建

一套完整的礼法政制体系，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改革和自己的政治理想。事实上，孔子对上三代的崇拜与

其说是崇拜这种制度本身，不如说是崇拜这一制度的结果——圣明当道、天下大同。在孔子看来，他的

政治理想只存在于上三代，因此通过找到上三代治世的根源就可以找到在现实中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方

法和路径，而礼法政制就是孔子找寻到的一种方法和路径。 
很多人将“礼”纳入道德范畴来考虑，但事实上在先秦时期，“礼”代表的是一种制度，更接近于

法，而非个人行为准则。“礼”字最早出现于《尚书》一书，《尚书·尧典》在论及尧帝建制时，指出

“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这里的礼指的是国家的不同爵位朝见天子的制度和规章，

保障“五礼”执行的不是个人的自我约束而是国家的强制力。《礼记》中的许多准则虽然随着儒家地位

的尊崇而逐渐带有礼法强制性，但多数仍是对个人修身的道德要求，自律成分远大于他律，而成书于《礼

记》前，相传为孔子所作的《周礼》则主要着力于官制和国家体制。因此无论是从约束力渊源还是约束

力范畴，孔子的礼都不仅仅只是道德层面的规范，而是与法律类似，治理国家的政治体制[13]。 
孔子是极度反感的春秋乱世的，他的理想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2 [6]。即君王应有君王

的责任和义务，臣子应当尽臣子的本分，父慈子孝。孔子痛恨春秋时期诸侯逐利而引发的逾越，吴楚称

霸，他仍称其为“子”，表明自己对两国僭称行为的不屑；诛除暴政代表了多数民众的意愿，但孔子仍

认为这是“弑君”行为，只因为以下犯上，不符合孔子礼法政制的层级观念。司马迁认为，孔子作《春

秋》，推此类春秋之义，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必使乱臣贼子惧焉 13。在今天看来，这种观点似乎更能反

映孔子政制主张的诉求，我们所认识到的孔子不仅仅只是一位崇尚以道德治国的空想家，还是一位崇尚

制度建构并以此来规范乱世的改革家。与法治相比，孔子并没有过多关注日常生活和行为，那些是后世

儒家逐渐扩充的；与德治相比，孔子更重视礼制的他律作用，而不是由礼教感化而产生自律。孔子强调

通过制度建构来解决现实的问题的这一观点即便在现代社会，仍是颇具参考价值的。 

 

 

11参见《易经·系辞上》，原文为：《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

则近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夫坤，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

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12“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孔子回答齐景公问政之语，《史记》、《论语》均有记载。 
13参见《史记·孔子世家》，“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即推

衍这类《春秋》笔法来绳正当时的世道。《春秋》中褒贬的大义，后代有王者兴起的话就能推广开来。《春秋》大义实行之后，

那么天下的乱臣贼子便都害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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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孔子对礼法政制怎样饯行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层级编制构成其礼法政制的另一重要准则。孔子崇

尚周礼，并以之教导弟子。而周礼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层级编制，或者说是森严的等级制度，这并不仅

限于爵位上，更体现在国家治理之中，主要表现在主要官员分天地春夏秋冬，分掌国家政事、礼教、刑

罚、军事等各项事宜，在六大主要官员之下又有各设辅臣各六十人，有的甚至细致到不同岗位(诸如下士、

史、府、徒)各自多少人，国家各项事物治理，“大事从其长，小事则专达”，这种细致的层级划分和定

额编制，不由让我们联想到韦伯的官僚制。而在孔子相鲁国时期的政治实践过程中，一个颇为重要的举

措就是削弱国内豪强贵族，改革官制，复设司马，这与周礼不谋而合，只可惜最终因为客观条件不成熟，

未能如愿。那么，这种崇尚制度治国和层级编制的礼法政治观是否就是对前代的因循守旧呢？答案是否

定的，孔子的礼法政治观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成体系的，是对其天道哲学的逻辑演绎，而绝不仅仅只是对

上三代的沿袭。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孔子的天道观概而言之，就是天行有常、天行有序。既然天道不仅仅只

是自然之理，那么同样也可以作为制度之理。在天为道，在人为纲，在国为礼，从而形成了孔子礼法政

制的逻辑体系。 
天道作为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一般性规律，具有普遍适用性；作为一切事物最为崇高的准则(至少在

孔子的哲学里)，自然而然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准则，乃至整个国家制度的最高准则。与传统的自然天道观

相比，孔子的进步在于他从天道中发现了人，发现了人类社会 14。既然天道有序，那么人类社会也必然

遵循天道法则，所以人类社会也必然有其纲常，对个人来说，自然也需遵循天道准则，也就是孔子所罗

列的一系列道德伦常；对社会来说，就必须有一定的层级划分，有一定的纲常，正如孔子在《易经》中

所描述的那样，天地风雷等卦象的变化自有其道，而每一卦不仅代表自然现象，同样也代表着不同的人、

不同的社会身份——乾卦可以代表君王，也可以代表父亲；巽卦可以代表长女，也能代表工匠阶层。孔

子崇尚天道，并试图将其引入人类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以《诗经》为例，《诗经·鄘风·相鼠》篇以相

鼠的躯体构成规律为喻，来论证人应遵礼仪，明廉耻，而这种比法在《诗经》中被大量使用，是以天道

论人道的最佳代表。虽然《诗经》的内容并非孔子本人著述，但其选编的标准无疑可以从侧面反映孔子

的观念和思想[14]。事实上，孔子的礼法政制观也是在同样的逻辑演绎下产生的，乾坤尊卑既有定，那么

君臣之位也必然名分早定；天在上而地在下既然是自然规律，那么君王统率臣民也就是符合天道的，否

则就有违礼法；风云雷电、山川大泽在自然中各有其规律，又各自发挥着作用，那么相对应的大臣百姓

也要各守其礼，各尽其责，各守本分。 
所以，在孔子看来，国家的政制体制必须要符合天道准则，而符合这种准则的体制，就是他所主张

的礼法政制，强调以制度构建来实现国家的治理目标，而这种制度的构建准则就是他所强调的“礼”，

同时也是天道在人类社会和政制中的具体体现。这样，孔子的礼法政制体系就已经在理论层面被建构出

来了，但在逻辑的演绎方面却留下了一个极大的隐患，也造成了孔子礼法政制思想的一个巨大困境。 

4. 孔子政制思想的困境：两种“天道”的出现 

从本质上看，孔子的礼法政制体系有其独特的演绎逻辑：由天道延伸出人道，然后推演到制度设计

上。可是如果天道的基石出现分裂，那么整个体系必然分裂甚至崩溃。 
首先，孔子的礼法政制思想与董仲舒等人的“天人感应说”，甚至是“君权神授”思想的最本质区

别在于它是一种一元论[15]。在孔子的政制理论体系中，礼法政制是其天道哲学的外延，单从逻辑关联性

看，其礼法政制和天道哲学之间的关系无疑更为稳定，如果说董仲舒的天道与政制观念是充分不必要关

 

 

14需要注意的是这不同于董仲舒等后世儒学所谓“天人感应”，天人感应中的天人关联是从属关系，因此他们认为人间事物是对应

于天，人间事物必然天有征兆，究其本质是二元论的范畴。但孔子的人则本身也是一种天道，二者间的划分是没有那么鲜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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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那么孔子的天道与礼法政制观念就是充要关系，但这种稳定代价是，一旦二者中任何一个变量出现

变化，那么必然导致另一变量的变化，换言之，无论是天道观念还是礼法政制任一部分发生变化或分裂，

都有可能造成整个体系的崩溃[16]。事实上，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这一现象都发生了，这也导

致孔子政制思想陷入困境，为后世儒学的分裂也埋下了伏笔。 
从实践方面来看： 
孔子的大半生都试图在实践中实现自己的政制理想，重建礼制，可却一直不成功，甚至搞得自己流

离各国，惶惶若丧家之犬。孔子政治生涯的巅峰在鲁国，鲁定公时期，他一度以大司寇暂代相国事，这

是他权力最大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他借齐鲁会盟之机，恢复了左右司马的官制，并取得了对齐外交上

的胜利；又以臣子不应当拥有私人武装，城郭大小也应当符合礼制为理由，发动了堕三都之战，削弱了

当时鲁国最强大的季氏、叔孙氏和孟氏三家豪强，诛杀了少正卯等乱臣。到定公十四年，无论是个人权

力还是国内外环境似乎都已成熟，连孔子自己也认为到了自己大展拳脚，实现理想抱负的时刻，可惜鲁

定公中了齐人的计策，逐渐腐化堕落，使得孔子的改制最终夭折，远走卫国[17]。表面上看，孔子因齐国

的计谋而与自己的理想失之交臂，但这背后却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具体来说： 
孔子的礼法政制观强调制度建构的作用，可制度的建构由岂是朝夕之间可以造就的呢？孔子晚年感

慨自己不遇，认为“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可在瞬息万变的春秋时期，有哪位国君能用这么

长的时间来供孔子完成自己的改革呢，况且，就算国君能够全力支持他，当时的环境也未必许可，所以

晏婴曾劝说齐景公不要重用孔子，指出“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若执意奉行礼法，“用之以移齐俗”，

只怕“非所以先细民”也。从根本上来说，以制度治理国家本身就是超越了当时的历史的，即便是孔子

推崇的上三代在历史上也绝非真正的礼乐昌明。因此将带有理想甚至空想色彩的礼法制度硬搬到现实中，

就必然会产生冲突，若生搬硬套，那么就会实践失败，例如孔子在齐国的遭遇；若试图权变，那么就难

以有实质进展，必然使自己的理论成为空想，例如孔子在鲁国的遭遇。而对于一个一元论的体系而言，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对于整个思想体系的打击都是致命的，这种实践中的冲突也造就了孔子政制思想的

最大困境。 
从理论方面来看： 
孔子试图饯行自己的政制主张，就必须解决理想和现实相互冲突的问题，这就要求增加其政制思想

的权变性和可操作性，但这也导致其哲学基础被割裂，整个思想体系几近崩溃。 
正如上文所阐述的那样，孔子的礼法政制思想是在天道观念的基础上演绎而生的，从本质上是一元

论的，任何对礼法政制的修正都势必影响到其哲学基础，甚至导致其整个政制思想体系的崩溃。礼法政

制的核心是以天道为依据，也就是说，对制度设计的任何修正，无论是从权变角度还是操作性方面，都

意味着对天道哲学基础的修正。孔子试图完善自己的理论，增加其制度主张的可操作性和权变性，但结

果却分裂了自己的哲学基础，也分裂了自己的政制思想体系。具体来说： 
按照孔子的初衷，制度的设计应当是符合天道规律的，既有常又有序，在政制上表现为对制度的绝

对尊崇和层级设计，在社会上表现为绝对的伦理纲常。由于其理论的一元性特征，那么反推之在逻辑上

也应当是成立的，所以当孔子试图结合实际修正自己的礼法政制观时，制度设计上的冲突便渗透到哲学

基础中：既然无论是理想的制度还是现实的制度都应当遵循天道，那么天道就被无限泛化，在这里，天

道这一概念本身，已然包含了两种相互冲突的观念，一种是理想制度的基石和依据，另一种是现实制度

的基石和依据。因此，孔子政制思想的哲学基础——天道就被割裂了，虽然整个思想体系虽然在逻辑上

依旧成立，但事实上已被割裂为两套体系：一种是崇尚最初的天道观，崇尚的是自然变化规律，相信自

然的崇高价值，认为人性本善，制度的设计也应当完全遵循天道自然，这也就是孔子本身的理想主张[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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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则是一种泛化了的天道观，实际尊崇的是社会现实的发展规律，在这种环境下，不存在对人性善

的任何奢望，在制度设计上也就更着重于权变，追求时移世异，制度也自然不同，这事实上已经推翻了

孔子自己的理想诉求。 
孔子晚年显然已经意识到自己政制思想的问题所在，通过他晚年编纂的《诗经》、《春秋经》二书

可以看出其理想的初衷和对礼法政制的向往，通过他对《易经》的钻研以及对天道变数的探索，可以看

出他似乎仍在试图从哲学层面解决天道分裂的问题，从而真正完善自己的政制思想。可惜最终还是 “天

不假年”，于是，孔子在去世之前发出了这样的叹息：“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这样的

理论困境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孔子之后的儒家走向分裂。 

5. 结语 

假如只从结果上看，孔子是失败的，他所崇尚的礼法政制不仅未能付诸实践，还由于哲学基础的割

裂而导致了理论体系的困境。但这并不能抹杀孔子的历史地位及其思想的价值。 
孔子的成就和影响是超越时代的，司马迁援引《诗经》中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赞扬孔子，

称其为“至圣”。孔子的思想涵盖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各学科，即便是被割裂的礼法政制

思想，也影响并成就了荀况和孟轲这样的儒学大家，前者沿袭了他的理想，主张性善，后者则沿袭了他

的权变，主张性恶。同时，孔子的天道观对后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程颐等人的“理学”和王阳

明的“心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总体来说，孔子的思想博约雅大，影响深远，无论是对中国思想史的

发展还是对世界思想史的进步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即便在今天看来，孔子的礼法政制思想依旧具有参考价值，但多数时候人们习惯于将孔子和儒家甚

至儒教视为一体，习惯于将礼解读为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诉求，而忽略孔子以制度治国的思想精髓。此外，

孔子曾经作出的尝试和努力，其礼法政制构建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和制度构建

又何尝不是一次历史的“实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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